 
一、规范目的及特征

[bookmark: _GoBack]（一）规范意义及正当化理由

（1）《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是法定解除权发生的重要基础规范。[1]本条“解除”的含义是：合同当事人因法定事由，以单方意思表示消灭合同债务的方法。在此意义上，《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和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的区别在后者为合意解除；和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区别在于后者是意定解除权的行使。

（2）解除的目的在于消灭未履行的合同义务，返还已为的给付。[2]因此，《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列于第六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之下。同该章其他条款[3]不同，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之正当性并非一目了然。

（3）债务的拘束力止于清偿，此乃法锁因目的实现而解的应有之义。从反面推知，未经合同当事人的合意，其拘束力不因清偿之外的事由消灭，此乃契约严守的题中之意。法定解除权允许当事人单方消灭债务，突破了契约严守原则，需有正当化理由。可资为理由的主要有如下三种：

（4）一是合同义务之间的依存关系，即所谓牵连性（Synallagma）[4]的影响。准确言之，解除是存续上牵连性（konditionelles Synallagma）[5]的体现。其含义是给付义务和对待给付义务在存续上相互依存，给付义务之消灭会导致对待给付义务的消灭。[6]唯应注意的是，法定解除权并非牵连性的机械反映，而是采形成权的构造。给付义务的消灭并不当然导致对待给付义务的消灭，而是取决于解除权人是否行使解除权。

（5） 二是合同双方互相忠实义务的反映和合同补充解释的结果。[7]债务人忠实于合同是债权人严守合同的默示条件，可通过合同的补充解释将该意思纳入合同中。契约严守和法定解除之间没有冲突，恰恰相反，法定解除的正当基础正是经补充解释后的合同本身。对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的严重程度并不是证成解除正当性的理由，而仅仅是合同补充解释的依据。[8]

（6）三是法政策上效率的考量。理论上而言，守约方可通过实际履行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获得充分的救济。但实践中，实际履行请求权的实现往往需倚强制执行，糜时耗力；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现需其承担损害发生及范围的证明负担，亦不一定是最佳选择。[9]更为关键的是，守约方在实际履行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实现前，需一直保持准备对待给付的状态。在合同给付义务断无履行之可能时，若不许守约方解除，其将束手于对待给付义务，难以从事替代交易，降低损失。拖延逾久，反徒增迟延之损害，于整体经济有害无益。赋予解除权的目的是“让另一方尽早从事实上已死亡的合同关系中解脱出来，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10]

（7）上述三种理由中，以第一种和第三种理由结合最为有力。第一种理由回答了对待给付义务为何可与给付义务同消，只是解除权未采当然消灭的技术构造。第三种理由阐明了法定解除权制度乃效率价值选择的结果，体现为对债权人利益的强化保护及形成权的技术构造。简言之，存续上牵连性是对待给付义务与给付义务同消可能的正当化基础，效率考量是证成法定解除权必要性的关键理由。第二种理由虽有相当的说服力，但超出法定解除权规定的文义过远，且会消解意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的区隔，在德国尚未成为通说，在我国的学说中更鲜有提及。

（8）根据通说，法定解除制度是契约严守原则的例外，本条的目的是明确法定解除的事实构成，以限定其适用范围。就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中曾有明确表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确立了合同法定解除权制度。这一制度的首要之意固然是在于授予非违约方以合同解除权，使其能够获得以解除合同为补救方式的特殊救济；但法定解除权制度作为合同法项下的制度，必然须以维护意思自治、鼓励市场交易、稳定市场秩序、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合同法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为依归，故对合同法定解除权的使用条件予以严格限定才是这一制度的主要方面和价值侧重。解除合同本就不是违约情形下唯一的救济手段，更不是当然的救济手段。若合同动辄可得解除，交易关系动辄可致流产，则必将引发市场秩序的混乱、交易成本的虚高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11]
 
（二）适用范围与权利主体

（9）尽管第九十四条处于《合同法》总则部分，但原则上不适用于单务合同。这一点不同于履行（清偿）等其他合同权利义务的消灭事由。因为法定解除的首要目的是在一方当事人的给付义务不履行时，让对方当事人能免除自己的对待给付义务，所以本条的适用范围应为双务合同。[12]亦有观点认为本条有适用于单务合同的可能。主要理由是债务人于履行期届至前明确表示或以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可以允许债权人援用《合同法》第94条第2项解除合同，例如，无息借款合同的借款人明确表示届期不会归还本金的。[13]这一分歧主要来自于“解除”一词的外延。在德国法当中，对应于解除的是Rücktritt，其效果包括消灭债权人未履行的义务和返还清算已为给付，范围限于双务合同，不包括仅面向未来的终止Kündigung。在我国，解除的外延既包括狭义的解除，也包括终止[14]。在非双务合同中，虽无对待给付关系，但因信赖关系的破坏，同样可能导致债权人有提前终止合同的需要。鉴于“解除”一词在我国法中的泛化使用，不妨认为在特定情形中，解除亦可适用于单务合同，其含义往往是终止。[15]

（10）基于消灭债权人对待给付义务的目的，享有《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法定解除权的当事人只能是违约方的相对人，违约方非本条中的解除权人。

（11）从《合同法》的体系上看，违约方欲摆脱给付义务的拘束，有其他途径可循。如因给付不能，令不履行方（违约方）继续承担（原）给付义务已无意义，或因给付艰难，不可苛求其承担该义务，则不履行方原则上只能通过给付不能的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免除给付义务。在满足情事变更的要件时，尚可通过行使解除诉权免除给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

（12）从立法史的角度看，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一、二项所采行文结构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解除合同：一、另一方违反合同，…… ；二、另一方……在被允许推迟履行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从此看出，《涉外经济合同法》较现行《合同法》更明确的肯认了唯有违约方之相对人才享有法定解除权。

（13）司法裁判中，有观点明确支持法定解除权只应由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即非违约方）享有，其理由为：“正由于法定解除权赋予了权利主体以单方意思表示干预法律关系的权利，从保护相对人免受不公平结果损害，以及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鼓励交易的角度出发，法定解除权通常应赋予守约方而非违约方。”[16]

（14）但也有裁判观点认为在一些情况中，违约方亦享有解除权。一是在双方违约时，任意一方当事人均有解除权，其理由为“因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双方合作的信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合作协议》事实上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在此情形下，解除合同无疑是使双方摆脱困局、减少损失、重寻商机的最佳选择。”[17]二是单方违约时，违约方在特定条件下也有解除权，其理由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项规定的履行费用过高，可以根据履约成本是否超过各方所获利益来进行判断。当违约方继续履约所需的财力、物力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得的利益时，应该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用赔偿损失来代替继续履行。”[18]学界也有观点支持在满足特定条件时，违约方可享有法定解除权。其理由是：若让违约方可以不实际履行却不能行使法定解除权，会陷入交易僵局，造成严重的社会效率损失。在以效率为根据的诚实信用原则下应进行“法外续法”，在满足关联性商事经营、违约方无过错、守约方得到充分赔偿、不解除会造成不成比例的效率损失等条件时例外地允许违约方享有法定解除权。[19]

（15）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不构成对应由违约方之相对人行使解除权观点的挑战，理由是：所谓“双方违约”要么是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是因享有履行抗辩权，并不构成真正违约，另一方本不应享有解除权；要么是因一方违约，对方在满足解除的要件时亦享有解除权，和对方本身是否违约没有关系，并无特殊性。至于“履行费用过高”的问题应由给付不能或情事变更的规范处理，不应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此外，所谓“交易僵局”并不会出现，因为在逻辑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满足《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履行费用过高”的要件，违约方的原给付义务消灭，即其交付和移转所有权的义务消灭。若已交付，出卖人可依《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要求买受人返还。合同解除与否不会影响违约方经济目的的实现，无所谓僵局。另一种是无法满足《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履行费用过高”的要件，出卖人的原给付义务无法消灭，买受人可要求实际履行，也不存在僵局。

  （三）规范模式和逻辑

（16）从比较法上看，在法定解除权的事实构成规范上，存在两种典型模式：[20]一种是宽限期模式[21]，另一种为根本违约模式[22]。两种模式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宽限期模式采定期催告的程序，更易判断；而根本违约模式采一般化的实质判断标准，更难判定。相应的，宽限期模式按照履行障碍类型分别规定了具体的事实构成，而根本违约并未以履行障碍类型构造事实构成。

（17）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行文看，既有第四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种兜底条款的一般性表述，也有第三项中“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这种具体规范。前者接近根本违约模式，而后者则是宽限期模式的典型表述。

（18）《合同法》混合继受了根本违约模式和宽限期模式，但与二者都有一定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根本违约模式比较，《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并未包含根本违约的一般条款，也没有对根本违约做出界定；二是与宽限期模式比较，仅在给付迟延中规定了宽限期模式，而对实践中极为重要的瑕疵给付并未明确采宽限期模式。[23]综合观之，《合同法》既未采抽象的根本违约模式，也未采具体的宽限期模式。

（19）对模式选择的探讨是为了厘清规范的内在逻辑。然而，致命的是本条夹杂着抽象和具体规定模式，内在逻辑不清晰。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本条并非纯粹按照履行障碍的类型来划分，比如第一项规定的不可抗力并非履行障碍的类型，而仅仅是导致履行障碍的原因；另一方面，即便涉及履行障碍，其规范也难谓完善。第二项规定的是期前拒绝履行、第三项和第四项前段规定的是履行迟延，第四项后段规定的是其他情况。至少遗漏了履行不能、瑕疵履行两大类未予具体规范，第三项和第四项前段履行迟延的规定关系也未臻明确。因此，本条的列举不周延、划分不科学。[24]

（20）逐款逐句的规范评注方式只能建立在逻辑清晰的条文基础之上。鉴于上述现状，本条评注的内容无法完全按照条文的顺序展开。本评注拟先从诸项的公因式——“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开始，尔后转入各项的评注。在各项的评注中，又按照能否构成独立的类型而做详略不一的评述。最后探讨被“其他违约行为”掩盖、但需清晰界定的法定解除事由类型。

